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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隧道泥水劈裂三维数值模拟 
陈铁林，周墨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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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城市地下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4) 

摘  要：泥水盾构法是一种重要的隧道施工方法，在复杂工程条件下易发生泥水劈裂破坏，目前国内外对泥水劈裂机

理的研究还没有十分有效的方法。发展了基于弥散裂缝模型和流体体积法的泥水劈裂三维数值算法，自主研发了相应

的有限元计算程序，开展了盾构隧道泥水劈裂的三维数值模拟，研究了盾构隧道泥水劈裂形态、劈裂过程及其引起的

地层位移变化，对比分析了土体黏聚力、内摩擦角、弹性模量和隧道尺寸对泥水劈裂形态及劈裂压力的影响。结果表

明，劈裂面扩展至地表后，将在盾构机顶部土层内形成下窄上阔的梯形状块体，地层隆起变形主要发生在该块体内。

相较于中小直径隧道，大直径隧道的劈裂路径更短，且启裂之后更容易扩展，劈裂风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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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lurry fracturing during shield 
tunnelling 

CHEN Tie-lin, ZHOU Mo-zhen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slurry shield tunnelling is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method which is widely applied in tunnel engineering. This 

method can lead to slurry fracturing failure to the stratum under complex condi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readily available 

method which can be used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slurry fracturing during shield tunnelling. To provide a convenient tool 

for this issue, a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method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meared crack model and the volume of fluid 

method. It is implemented numerically in our in-house finite element code and then used to simulate a three-dimensional shield 

tunnel, wherein the morphology and process of the slurry fracturing are simulated. The fracture-induced displacement is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he soil cohesion, internal friction, modulus and tunnel size on the fracturing are studied. The 

nume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en the fracture propagates till the stratum surface, a trapezoidal block with wide top and 

narrow bottom can occur in the stratum above the shield machine. This block is found to produce the most part of the upward 

deformation for the stratum. As compared with the tunnel with relatively small diameter, the large-diameter tunnel has shorter 

fracturing path toward the stratum surface and provides easier propagation condition for the fracture after occurrence. It is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the safety rick of fracturing is higher in the large-diameter tunnel. 

Key words: shield tunnelling; slurry fractur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 fracturing propagation; fracturing pressure

0  引    言 
泥水盾构工法因具有泥水压力控制精度高、施工

扰动小、刀具磨损轻微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不同地

质条件的隧道工程，尤其是软土中的水下隧道和大直

径、长距离的盾构隧道[1-2]。盾构的发明和发展历史也

是开挖面稳定性控制技术的发展史[2]。开挖面的稳定

性控制一直以来都是盾构施工的核心问题。随着中国

越江跨海通道、城市地下隧道等大型工程的增多，经

常会遇到大直径、高水压、浅覆土和复杂地质等工程

条件，导致开挖面稳定性的控制难度大，施工风险高。

主要的挑战在于开挖面支护压力不易设定，压力过小

会导致开挖面出现主动失稳破坏[3-7]，压力过大则又会

导致开挖面出现被动失稳破坏[8-14]。对泥水盾构，被

动失稳通常还伴随一种独特的破坏现象，即泥浆冲破

泥膜，并劈裂地层，也称为泥水劈裂[10-14]。 
例如，在江河湖海的中段，盾构覆土厚度一般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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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且水压较大，泥水压力控制困难，稍有不慎就会导

致泥浆压力过高，引发开挖面前方地层的泥浆突出，

造成涌水事故[10]。再比如，盾构掘进过程经常遇到覆

土厚度急剧减小的情况，若先前支护压力未及时降低，

则容易发生开挖面的被动失稳破坏，并对地表建筑造

成危害[9]。可见，如何避免泥水劈裂，是设定泥水盾

构隧道最小覆土厚度时需要考虑的决定性因素[2]。 
关于盾构泥水劈裂的研究，最早开始于日本东京

湾海底隧道。Kurihara 等[15]通过盾构模型试验研究了

发生泥水劈裂的可能性，不足之处是加压液体采用的

是水，与泥浆的黏度等特性还具有一定差别。为此，

Mori 等[16]通过室内试验研究了盾构尾端注浆的破裂

现象，Yuan[17]完成了大量的泥水劈裂三轴试验。在上

述试验中，由于试样尺寸和边界条件的限制，尚未观

察劈裂的扩展过程。王滕等[14]通过采用盲孔试样开展

了三轴劈裂试验，在试样强度较大时，可观察到劈裂

面，但试样强度较小时，由于破坏严重而难以捕捉劈

裂面。通过开展盾构模型试验，袁大军等[10]和刘晶晶

等[18]分别针对黏土和砂土地层研究了泥浆扩散过程

以及劈裂扩展过程。为了进一步克服室内模型试验尺

寸较小导致难以完全捕捉劈裂的发生及扩展过程，袁

大军等[11-12]开展了现场泥水劈裂试验，在试验结束后

采用人工台阶法开挖揭露劈裂面的形态，但开挖过程

本身可能也会对劈裂面产生一定扰动。可见，由于泥

水劈裂现象发生在地层中，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通过

试验手段直接观察具体的劈裂过程仍具有较大的难

度。 
另一方面，对盾构支护压力范围，除采用开挖面

失稳试验进行测定外，通常还采用极限分析进行计算，

在涉及渗流场时，通常采用数值模拟得到孔压，再导入

极限分析[5-6, 9]。对支护压力的下限，无论是土压平衡式

盾构还是泥水盾构，一般均采用主动失稳土压力[2, 5-6, 9]。

对支护压力的上限，土压平衡式盾构一般采用被动失

稳土压力[5-6, 9]，但泥水盾构由于可能发生泥水劈裂而

通常采用劈裂压力[13]。在计算泥水劈裂压力时，孔压

是关键变量之一[13]。而如何计算孔压，本身又涉及到

一系列强耦合的复杂物理过程。目前，对泥水劈裂力

学行为的细节了解还十分有限，导致泥水盾构的开挖

面稳定性控制难度较大，尤其对浅埋高水压的情况，

发生泥水劈裂的安全风险高，迫切需要对地层泥水劈

裂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但还没有十分有效的研究手段。 
为此，本文开发了泥水劈裂三维数值模拟程序，

进行了盾构隧道泥水劈裂三维动态过程的模拟，研究

了泥水劈裂形态和发展过程，分析了土体黏聚力、内

摩擦角和模量变化条件下中小直径和大直径隧道的泥

水劈裂形态和劈裂压力的变化规律。 

1  计算方法简介 
专门针对泥水劈裂的数值计算方法十分缺乏，因

此从计算力学方面调研了一些相关的算法，以作为借

鉴。从物理机制和力学行为上来看，泥水劈裂与水力

压裂具有高度相似性。水力压裂是一项应用广泛的油

气井增产措施，并随美国“页岩气革命”而迅速成为

了计算力学的热点。虽然水力压裂模拟是一个非常棘

手的问题，但由于受关注度高，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系

列的算法体系，文献众多，此处仅作简单介绍。 
与水力压裂、劈裂或裂缝扩展相关的算法主要可分

为以下几类：有限元法[19]、扩展有限元法（XFEM）[20]、

相场法[21]、无网格法[22]、粒子类方法[23]、连续-非连

续耦合方法[24]等。每种方法都各有其优缺点，如何选

择合适的算法，主要取决于应用场景，这是计算力学

的一个典型特点。例如，有限元法一般基于弥散裂缝

模型，数值实现方便。采用离散裂缝模型的有限元法

目前已逐步被 XFEM 取代，XFEM 具有求解精度高且

允许裂缝在单元内任意扩展等优点，但精确捕捉裂缝

面的几何关系则较为复杂，尤其是对三维的情形。 
另一方面，泥水劈裂涉及的物理现象较为复杂。

正如文献[20]所指出的，水力压裂面中的流体行为将

对裂缝扩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同理，对泥水劈裂

而言，泥浆从劈裂面向地层中的扩散效应也将会影响

劈裂的扩展，数值模拟至少需考虑如下 5 个方面：①

劈裂表面上流体压力引起的变形；②裂缝内流体流动；

③裂缝扩展；④裂隙周围计算域的渗流与应力耦合；

⑤岩土本构关系。有限元法虽然求解精度不如 XFEM，

但可以更方便地模拟上述复杂物理过程，关于精度方

面的不足，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使用较密计算网格

来进行弥补。Chen 等[19]发展了基于弥散裂缝模型和流

体体积法的二维有限元计算程序，并分别用于劈裂注

浆[19, 25]和盾构隧道泥水劈裂的模拟[18, 26]。基于类似的

算法思路，朱旻等[27]在商业软件 ABAQUS 中通过二

次开发实现了二维劈裂注浆模拟。 
本文主要是在文献[19]的基础上，将二维算法推

广至三维情况，并开展三维泥水劈裂过程的数值模拟。

算法的主要原理是：通过应力场、流体场和劈裂破坏

的耦合计算，实现泥浆压力作用下土体中劈裂发生和

扩展的模拟。采用比奥理论计算土体和孔隙流体的相

互作用，得出渗流固结过程中土体中任一点的孔隙流

体压力和位移；裂缝的启裂和扩展考虑土体的拉、剪

破坏，其中，拉破坏准则为最大拉应力准则，抗剪强

度准则采用莫尔–库仑准则；裂缝单元的渗透性采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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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定律；采用流体体积法追踪注入泥浆的前锋。更多

的算法细节可参考文献[19]，此处限于篇幅不作展开。 

2  计算模型设置 
三维计算模型的示意图见图 1 示。模拟区域尺寸

为 L×L×L，盾构机直径为 D，覆土厚度为 C，坐标

轴原点 o 位于盾构机刀盘圆心处，zoy 平面为盾构机

的纵对称面。计算中取 L = 18 m，C = D = 6 m。模型

地表为自由边界，其他表面均约束法向位移为零，超

静泥水压力 sp 作用点位于盾构机刀盘表面节点上。在

模拟过程中，超静泥浆压力作用于掘削面，每级加压

10 kPa，加压至预设压力之后保持稳压。泥浆压力还

包括泥浆自身重力，该部分在计算中作为体力施加，

因而总的泥浆压力沿竖向为梯度分布。 

 

图 1 三维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of three-dimensional computational model 

在数值模拟中，土体应力应变本构关系采用邓肯–
张 E–B 模型，材料参数如表 1 所示。此外，土体的密

度取为 1800 kg/m3，渗透系数取为 1×10-7 m/s，拉伸

强度取为 0.6 kPa。 
表 1 土体的邓肯张 E-B 模型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E-B model for soil 

c/kPa φ/(°) K Kur n Rf Kb m 

60 30 50 100 0.6 0.95 20 0.5 

在计算中，假定泥浆在劈裂缝中的流动满足[25] 
3

12
bq J


    。            (1) 

式中  q 为泥浆流量； 为水的重度；b 为裂缝的总宽

度，由单元劈裂前后的宽度变化值确定，在计算过程

中进行实时更新；J 为水力梯度；μ 为动力黏度系数，

本文取为 0.15 Pa·s，对应文献[18]中制备的稳定浆液。 

3  泥水劈裂机制分析 
3.1  泥水劈裂过程 

图 2 为裂缝贯通至地表时的各劈裂面示意图，图

3 进一步给出了这些劈裂面的逐步发展过程。 

 

图 2 泥水劈裂各劈裂面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of slurry fracturing su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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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泥水劈裂过程图 

Fig. 3 Process of slurry fracturing 

结合图 2，3，按七个阶段分析如下：①加压泥浆

作用于掘削面，对应图 3（a）。②在高压泥浆作用下，

沿掘削面形成“横向劈裂面”，并沿掘削面向周围地层

扩展，对应图 3（b）。③在掘削面及其前方地层形成

“向前环向劈裂面”，并向掘进方向扩展。同时，沿盾

构机壁面（盾构机外壳与土体的接触面），开始形成向

后方扩展的“向后环向劈裂面”，对应图 3（c）。④“横

向劈裂面”、“向前环向劈裂面”和“向后环向劈裂面”

进一步发展，对应图 3（d）。⑤向后环向劈裂面挤压

并推动周围地层，在盾构机顶部和底部初步形成“纵

向劈裂面”，对应图 3（e）。⑥各劈裂面进一步扩展，

其中，“横向劈裂面”向周围扩展并向地表延伸，“隧

顶纵向劈裂面”和“环向劈裂面”向掘进方向扩展，

“隧底纵向劈裂面”向下扩展，对应图 3（f）～（i）。
⑦“隧顶横向劈裂面”和“隧顶纵向劈裂面”扩展至

地表，形成盾构机顶部土层的“突出”块体。同时，

其他劈裂面停止扩展，对应图 3（j）。 
3.2  泥水劈裂形态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泥水劈裂形态，对图 3（j）沿

3 个坐标方向逐层取样，如图 4～6 所示。 
（1）劈裂形态水平剖面图（由下到上）。如图 4

所示，横向劈裂面在切削面附近现多分支形态，而远

离切削面时分支减少。在掘削面左右两侧产生 2~3 个

劈裂面，横向劈裂面在隧道左、右侧的扩展范围各约

为 1.0 D；纵向劈裂面向掘进方向扩展范围约为 1.0 D，

如图 4（d）～（h）所示。在隧道顶部及上方土层中，

劈裂面主要为横向劈裂面、纵向劈裂面和换向劈裂面，

如图 4（b）～（e）所示。隧顶纵向劈裂面与隧道轴

线平行，由隧道顶部地层呈“斜直线”型扩展至地表。

横向劈裂面向地表扩展并倾向掘进方向，从图 4（g）
可以看出，泥浆作用于掘削面，产生掘削面劈裂面并

向上和向下均发生扩展，其中隧道底部土层内的扩展

长度较短，而在隧道顶部土层内劈裂可贯通至地表。

这与深部土体处于侧限应力状态，而浅部土层可产生

向上的自由位移有关。 

图 4 泥水劈裂形态水平剖面 

Fig. 4 Horizontal sections of morphology of slurry fracturing 

（2）劈裂形态纵切剖面图（由左到右）。如图 5
所示，在掘削面两侧的土层中存在多个劈裂面。横向

劈裂面沿掘削面形成，并且由掘削面顶部呈“斜直线”

型向上贯通至地表，在隧道底部产生竖直向下约 0.5 D
的劈裂扩展，如图 5（c）和图 5（d）所示。盾构隧道

施工过程中的泥水劈裂，贯通至地表的劈裂面主要由

隧顶横向劈裂面和隧顶纵向劈裂面组成，形成以劈裂

面为边界的“突出”块体，且呈“下窄上阔”的梯形

状。在 C = 1.0 D 条件下，横向劈裂面从掘削面顶部呈

“斜直线”型向上扩展直至贯通地表。 
（3）劈裂形态纵切剖面图（由后到前）。从图 6

（b）可知，泥水劈裂沿掘削面的边缘向外大范围扩展。

这是由于高压泥浆作用于掘削面，在掘削面与隧道的

交界面处产生应力集中，在高压泥浆冲剪作用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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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沿掘削面边缘向外扩展的泥水劈裂。由图 6（c）～

（h）可知，近掘削面地层中的劈裂面数目较多，向前

环向劈裂面向掘进方向的扩展长度约为 1.0 D。 

 

图 5 泥水劈裂形态纵切剖面 

Fig. 5 Longitudinal sections of morphology of slurry fracturing 

 

 

图 6 泥水劈裂形态横切剖面 

Fig. 6 Transverse sections of morphology of slurry fracturing 

4  参数影响性分析 
在第 2 节所给出的计算参数基础上，对隧道尺寸

和土体参数的影响进行了计算分析。在研究某个参数

的影响时，其余计算参数保持与第 2 节一致。以下分

析中涉及的土体弹性模量 E = 5，50，100，200 MPa，
对应围压为一个大气压时邓肯张模型参数 K = 50，
500，1000，2000。 
4.1  隧道尺寸对地层位移的影响 

保持覆跨比 C/D = 1 不变，另外模拟了盾构直径

D = 15 m 的情形，为此，整体模型尺寸也进行了相应

地扩大，取 L = 45 m。对泥水劈裂已经贯通至地表的

最终时刻，图 7 给出了土体竖向位移的计算结果。 
由图 7 可知，泥水劈裂引起的土体竖直向上的位

移主要分布在隧道顶部形成的“突出”块体内；而

土体竖直向下的位移主要分布在隧道底部土层中。

土体竖向位移的分布与泥水劈裂机制有关，由前述

的泥水劈裂过程可知，向后环向劈裂面沿盾构机壁

面扩展成环后，劈裂面内的泥浆挤压、推动周围地

层，在盾构机顶部和底部地层中初步形成破坏面。破

坏面像“断层”一样破坏了土层的连续变形，使隧道

上方土层的突出块体的竖直向上位移量值和隧道下方

土层竖直向下位移值明显地高于周围土层。对浅覆土

隧道（C = D = 6 m），最大地层位移位于地表；对深

覆土隧道（C = D = 15 m），最大地层位移位于隧道顶

部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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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最终时刻的竖向位移分布 

Fig. 7 Vertical displacements at final instant  

4.2  土体参数变化对劈裂形态的影响 

首先，在表 1 所示参数的基础上，研究了土体黏

聚力 c 的取值变化对劈裂形态的影响。此处劈裂形态

使用劈裂扩展角 θ 来进行描述，即隧顶横向劈裂面与

掘进方向的夹角，如图 8（a）所示。 
图 8（b）给出了劈裂扩展角随黏聚力的变化过程。

对中小直径隧道（C = D = 6 m），劈裂扩展角 θ 随黏

聚力 c 增大而明显降低，降幅达到 50°。当 c 较小时，

θ > 90°；当 c 较大时，θ < 90°。对大直径隧道（C = 
D = 15 m），θ 随 c 增大而有略微降低，降幅约为 10°，

但 θ 始终大于 90°。可见，对不同的黏聚力取值，大

直径隧道的劈裂形态都更加直立，说明劈裂路径更短，

劈裂风险更高。 
然后，研究了内摩擦角和弹性模量对劈裂形态的

影响，如图 9 所示。由图 9（a）可见，对中小直径隧

道，劈裂扩展角 θ 随内摩擦角 φ 增大而明显降低，降

幅为 45°。当 φ 较小时，θ > 90°；当 φ 较大时，θ < 
90°。对大直径隧道，θ 随 φ 增大而有略微降低，θ
由 122°降至 110°，降幅约 10°，但 θ 始终大于 90°。

可见，当 φ = 5°和 10°时，大直径隧道的劈裂形态

更加直立；而当 φ = 20°和 30°时，中小直径隧道的

劈裂形态较为直立。 
由图 9（b）可见，对大直径隧道，劈裂扩展角 θ

随弹性模量E增大而由 100°降至 55°，降幅为 45°。

当 E = 5 MPa 时，θ > 90°；当 E ≥ 50 MPa 时，θ < 
90°。对中小直径隧道，θ 随 E 增大而由 75°降至

28°，降幅为 47°，并且始终保持 θ < 90°。可见，对

中小直径和大直径隧道，随着 E 由 5 MPa 增大至 200 
MPa，θ 均出现约 45°的大幅下降，大直径隧道的劈

裂面更加直立。 

 

图 8 黏聚力对劈裂形态的影响 

Fig. 8 Effects of cohesion on morphology of slurry fracturing 

 

图 9 内摩擦角和弹性模量对劈裂形态的影响 

Fig. 9 Effects of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and modulus on  

morphology of slurry fr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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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体参数变化对劈裂压力的影响 

图 10 给出了劈裂压力随土体参数的变化过程。

图中，启裂压力和扩展压力分别按照劈裂启裂和扩展

时掘削面的平均泥水压力值统计得到。 

图 10 土体参数变化对劈裂压力的影响 

Fig. 10 Effects of soil parameters on fracturing pressure 

如图 10（a）所示，对中小直径隧道和大直径隧

道，启裂压力和扩展压力均随 c 增大而稳步增长，并

且扩展压力始终高于启裂压力，说明劈裂启裂后需进

一步增大压力才能使劈裂扩展，这与 Murdoch[28]在试

验中观察到的现象一致。Murdoch[28]指出，裂缝在启

裂之后，如果保持压力不变，裂缝开口将保持张开但

不扩展，需增大压力裂缝才能进一步扩展，即劈裂扩

展压力高于启裂压力。对中小直径隧道，扩展压力比

启裂压力平均高出 147.5 kPa，且二者差值随 c 增大而

呈增大趋势。对大直径隧道，扩展压力比启裂压力平

均高出 49 kPa，且二者差值基本保持稳定。 
如图 10（b）所示，对中小直径隧道，随 φ 增加，

启裂压力基本保持不变，扩展压力虽有一定增长，但

增幅也不大，且扩展压力始终高于启裂压力，平均高

出约 184 kPa。对大直径隧道：随 φ 增加，启裂压力

和扩展压力均在整体上出现明显增大的趋势，增幅分

别为 274.6，306.3 kPa；在 φ = 10°，20°时，出现启

裂压力高于扩展压力的情况，说明大直径隧道在该种

条件下一旦启裂，则扩展不可避免，劈裂风险高。可

见，大直径隧道的启裂压力和扩展压力对参数 φ 具有

强烈的敏感性，当 φ 较小时，很小的压力就可以引起

劈裂破坏，比传统预测的启裂压力和扩展压力都要小，

表明传统预测方法可能偏于不安全。 
如图 10（c）所示，当弹性模量 E 由 5 MPa 增至

50 MPa 时，不管是中小直径隧道还是大直径隧道，启

裂压力和扩展压力均大幅增长。当 E 由 50 MPa 增至

200 MPa 时，启裂压力和扩展压力在中小直径隧道中

大幅增长而在大直径隧道中基本保持稳定。 
综合图 10 中 3 种参数的影响还可以看出，扩展压

力与启裂压力的差值在中小直径隧道中较高，而在大

直径隧道中较低，表明劈裂启裂后，大直径隧道更容

易发生劈裂的扩展现象。 

5  结    论 
本文探讨和分析了盾构隧道泥水劈裂的机制以及

影响因素，主要得到以下 4 点结论。 
（1）采用弥散裂缝模型和流体体积法，发展了可

用于模拟泥水劈裂的三维数值计算方法，自主研发了

相应的有限元数值模拟程序，开展了盾构隧道泥水劈

裂的三维数值模拟。 
（2）计算结果表明，横向劈裂面沿掘削面向周围

扩展，在隧道左右两侧的扩展范围约为 1 倍盾构直径。

横向劈裂面和纵向劈裂面均由掘削面顶部呈斜直线型

扩展至地表，形成盾构机顶部土层的“突出”块体，

并使得该块体呈下窄上阔的梯形状。泥水劈裂引起的

地层隆起变形主要发生在这一“突出”块体内。 
（3）不同参数的结果表明，大直径隧道的劈裂面

一般更加直立，劈裂路径更短，风险更高。泥水劈裂

的扩展压力一般要高于启裂压力，即启裂之后需进一

步增大压力才能使劈裂扩展。大直径隧道的扩展压力

与启裂压力的差值更小，即启裂之后更容易扩展。 
（4）泥水劈裂的启裂压力和扩展压力均随土体黏

聚力和弹性模量的增加而增大。内摩擦角对中小直径

隧道的劈裂压力影响不大，但对大直径隧道的影响很

显著。尤其对内摩擦角较小的情况，大直径隧道的启

裂压力和扩展压力均明显小于传统预测值，表明传统

预测方法偏不安全，容易导致发生劈裂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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